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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宗教”已成为现当代常用的词汇，围绕“宗教”定义而起的儒教( 孔教) 宗教性的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这一问

题可追溯至 20世纪初年，东渡日本的梁启超引入“宗教”概念并对宗教与孔教的关系作出划分。这一关系的划分引发了当时知

识界的争论。留日学生及章太炎、王国维等受日本影响的人士赞同孔教非宗教说，而《新世界学报》同人及康有为等坚持孔教是

宗教说。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宗教”涵义的理解。20 世纪初的这场论争为儒教宗教性问题提供了一种历史角度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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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一词由近代日本学人翻译英文 religion 而来，明治十四年( 1881) 《哲学字汇》出版后成为固定

的译语得到普及①。19 世纪末，“宗教”一词已见于国人的著述中，20 世纪初，在梁启超的揭橥下，孔教是不

是宗教的问题引起了当时知识界的关注和讨论。学界已关注到民国初年立孔教为国教运动中孔教宗教性

的讨论②，以及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对“宗教”的认识③。在这一来自日本的新名词传入普及之初，国人因学

识背景及目的动机的不同，从而对“宗教”的理解多有差别。20 世纪初这场关于孔教与宗教关系的争论，

正反映了国人在接受新观念时的曲折与纠结。

一、“宗教”的模糊使用

“宗教”一词，原为中国古代佛典中的用法，泛指佛教某宗奉行的宗旨或教义④。日本明治初期，“宗

教”被借用成为表述英文 religion的译语之一，随着井上哲次郎编辑的《哲学字汇》的出版，“宗教”作为 reli-

gion的固定译语渐次普及。对译 religion的“宗教”所表述的原为西方的固有传统，在其后传播与使用中逐

渐有了范畴的涵义。在以基督教为经典原型的标准下，多数日本知识人认为“宗教之第一大义乃幽冥之

事”，而孔教讲述的是人伦风俗，与宗教无关，如汉学家重野安绎指出:

孔教与宗教之性质大相径庭，不可等同视之。释迦或耶稣等宗教皆以其方便诱导愚俗，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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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出于妄诞。然孔子所说乃描述天理人道之必然，毫不掺杂虚妄，全无惊骇愚俗耳目之事，反而

十分亲切着实，……国体风俗及其他诸事物，皆隶属斯教之范围。①

可见汉学家认为孔教与宗教的性质绝不相类，不可混为一谈。致力于东洋哲学的井上哲次郎在《教育と

宗教の突》一文中，将耶稣教作为宗教的典型置于教育的对立面，将儒教划归于哲学而不是宗教②。还有个

很好的例子是康有为编纂《日本书目志》所依赖的底本《东京出版营业者组合员书籍总目录》( 东京书籍出版

者组合事务所编集，明治二十六年即 1893年出版) ，《总目录》的第十三门为《经书附子类》，包括《论语古说》、

《老子道德经》、《中庸》、《辨道辨名》等 236 种图书，第十五门为“宗教及神道”，下分为“宗教总记”、“佛教历

史”、“因明书”、“佛教书”、“神道书”、“外国教”六类 332种图书。从其门类划分可知儒学类书籍与宗教类书

籍各不相关，也可窥见当时日本人所理解的“宗教”的大致范畴③。

日本人对“宗教”的理解及对孔教与宗教关系的划分并未影响到 19 世纪后期的中国。此时“宗教”一

词尚没有普及，中国士人对“宗教”一词的使用是模糊含混的，往往以本国固有的“教”的涵义比附，没有意

识到“宗教”与 religion的联系，也不曾有意识地分辨其作为范畴用语与孔教的差别④。宋恕在《六字课斋津

谈》中有“宗教类”一节，列论中西各教，包括基督教、可兰教、神道教、儒教、佛教及邪教( 在理、先天、无为、

白莲诸教) ⑤，可见无论何教都可入“宗教类”，“宗教”在此为泛指，与传统的“教”的使用没有多大差别。由

韩昙首、康同文、韩文举主笔，在日本发行的《东亚报》设有五个栏目，分别为“宗教”、“政治”、“法律”、“商

务”、“艺学”，“宗教”类刊载的文章有《孔子创造天地论》( 译《世界大大宗教论》) 、《荀子创办学说》( 译《早

稻田学报》) 、《论孔子为宇宙一大思想家》( 译《早稻田学报》) 、《读孟子豪杰之士说》( 译《阳明学报》) 、《周

濂溪张横渠二子哲学论》( 译《哲学报》) 、《万国新地理学问答》( 译《普通小学校丛书》) ，选译的文章可谓

五花八门，偏向于思想学说类，看不出“宗教”所代表的范畴及内涵。可见中国士人虽然使用日本新词，但

并不代表他们即时理解新词的来源及背后的语义。“宗教”在形式上虽被使用，在意义上却不脱中国原本

的“教”字内涵。因此，在“宗教”一词本身没有被精确理解、没有成为范畴和标准之前，“宗教”与孔教的关

系自然不成为问题。

二、问题的发端: 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梁启超作为近代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众多领域的概念和知识都由其引进和转换，并在其后定型普及⑥。

“宗教”内涵的界定及孔教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也以梁启超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为嚆矢。戊戌政变后，

梁启超东渡日本，寓居日本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日人译著，参加日本学人的讨论与活动。对东学

知识的吸收使得梁启超思想一新，所谓“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⑦。而对宗教知识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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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解，也成为其思想一新的重要方面，戊戌时高举保孔教大旗的旗手，短短几年后竟站在了保教的对立

面，前后如此大的反差或可以看作梁启超的流质易变，但也彰显了东学影响下学人对传统知识的重新

评判。

1902 年 2 月 22 日出版的《新民丛报》刊载了梁启超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文章开头即鲜明写

道:“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正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①。文中详细论述了不保教的理由，关

键之点在于宗教的内涵及发展趋势、孔教的真相及其与宗教的关系区别。梁启超首先指出宗教的性质和

特点:

西人所谓宗教者，专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权力范围乃在躯壳界之外，以魂灵为根据，以礼拜为仪

式，以脱离尘世为目的，以涅?天国为究竟，以来世祸福为法门。诸教虽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

则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于起信( 耶教受洗时必诵所谓十信经者，即信耶稣种种奇迹是也。佛教有

起信论) ，莫急于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怀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门户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

使人进步之具也，于人群进化之第一期虽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后则或不足以偿其弊也。②

在此种界说下，梁启超认为耶教、佛教、埃及的拜物教、波斯的拜火教等可以称为宗教，中国的张道

陵、袁了凡等可看作宗教家，孔教则与群教性质迥然不同，必须分辨开来，“其所教者，专在世界国家之

事，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所以，“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

也”③。梁启超对于西人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称而不与释迦耶稣摩诃末并称大加赞赏，认为西人了解了

孔子的真髓。

除了性质上的不同，梁启超反对把孔教划入宗教阵营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宗教衰颓的趋势。他认为:

“彼宗教者，与人群进化第二期之文明不能相容者也。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张，则

神权之界日缩”④，宗教势力在今日已成消靡之态。保教论者鼓吹的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仪式等，在其

看来是效颦学步，落了下乘。梁启超至信孔教不会消亡，因为孔子所教者在于人格、人群、国家等内容，这

些是伴随着文明进步逾显重要的方面，只要世界有政治有教育有哲学，则孔教必将光大，断无可亡之理。

至此，宗教与孔教的界限已泾渭分明，其性质与发展趋势截然不同，宗教自宗教，孔教自孔教，高下优劣判

然可分，不能混为一谈，也自然不再具有统属关系。

梁启超宗教观念的转变，以及由《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所反映出的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等观点，自然

与其在日本的读书交游息息相关。当时日本学界有大量讨论宗教与哲学的区别、宗教前途、政教分离、信

教自由的文章，这些文章为梁启超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提供了参照。与梁启超有交游的东京哲学会诸人，不

少即主张儒家像神社的礼仪一样，不能被看成宗教，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尤其反对以基督教为典型代表

的宗教，而将孔子等同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圣哲⑤。明治政府明定佛教为宗教，神道为治教，

儒教为道德之学⑥。梁启超主张孔子将于世界德育之林中占一最重要位置，应广采群教之长光大孔教，与

日人主张的“孔孟之教为中国德教惟一之基础”，应采耶教之长补儒教之不足⑦，其看法思维相当一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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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梁启超对宗教的理解及孔教性质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学界的看法。

“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①，梁启超以其吸收的东学知识为宗教与孔教划明了

界线。这位笔锋常带感情的言论界健将，其巨大的影响力再次体现，“宗教”一词在其后渐次普及，孔教

与宗教的关系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的重视与讨论。1902 年底，有时人发出这样的感慨: “夫以人人所信

仰所崇拜之孔孟，至今尚未有定论，或曰此政治家也，或曰此宗教家也，或曰此哲学家也，夫以人人所信

仰所崇拜之孔孟，至今未有定论，其他又何说哉?”②可见当时对此问题的莫衷一是。这些分歧和异同，反

映了国人在接受这个日本新名词时的不同见解和立场，折射了外来观念进入本国固有知识体系的复杂过

程和面相。

三、孔教非宗教说

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所办的杂志，对孔教与宗教关系上的观点大都与梁启超一致。湖南留学生创

办的《游学译编》登载了弘文学院校长嘉纳五治郎关于中国教育的一篇演说辞，记者在文后按曰:

顾孔学之为途径也，与宗教异，故在中国，但可谓有道德伦理统系之国，而不可谓有宗教统系

之国。中国历代教育之性质，以道德伦理为性质而不以宗教教育为性质。中国历代文明之要素，

亦以道德伦理为要素而不以宗教教育为要素。以宗教教育为要素者，于他种宗教必不相容，故伏

尸流血以相冲突乃得保其教中之经典仪式，以对峙于他教。③

作者更进一步对比宗教与哲学的种种不同，例如宗教主灵魂界、以现世为堕落，而哲学主物质界、以现世为

发达等，认为孔子是中国的哲学大师而非宗教戒祖。有留学生则强调，佛、耶、回等宗教家以迷信锢蔽人的

意识，而孔子之言不接引灵魂，不障于宗教家之迷信见解④。这些分别孔教与宗教的观点与梁启超的见解

如出一辙。《浙江潮》的编者也认为，“吾国素不立宗教，自外来者曰佛曰回曰基督”⑤。江苏的留日学生在

调查家乡情况的公约中，列出的宗教调查对象具体为天主教、耶稣教、回回教、佛教、道教⑥，由此大致可见

他们所理解的“宗教”包涵的范围。追随、服膺梁启超的青年学子们更是赞同任公的观点，即“支那部人民

所奉者佛教也”，主张孔子是政治家而非宗教家，认为国人的迷信思想皆是受到佛教的影响⑦。

值得玩味的是《大陆》杂志的观点。由留日回国学生戢元丞、杨廷栋等主持的《大陆》，被梁启超认为虽

无甚外行语，但文不逮之，敷衍篇幅居全册之半，对其价值不以为然⑧。《大陆》诸人反唇相讥，认为《新民

丛报》不脱空洞敷衍之议论，指出梁启超不懂中西学术，对其以一外行人身份评《大陆》无外行语之言论殊

为不解。更有讽刺饮冰室自由书等出自德富苏峰著作，且一字不改，认为梁启超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

乞儿一行窃者而已”⑨。虽然《大陆》与梁启超颇多龃龉，学术观点上也多有分歧，但在孔教是否为宗教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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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说·浙风篇》，载《浙江潮》第四期( 1903 年 5 月 16 日) 。
《江苏同乡会调查部公约》，载《江苏》第一期( 1903 年 4 月) 。
钱基博:《中国舆地大势论》，载《新民丛报》第 67 号( 1905 年 4 月 19 日) 。
《学界时评: 丛报之进步》，载《新民丛报》第 26 号( 1903 年 2 月 26 日) 。
《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载《大陆》第六期( 1903 年 5 月 6 日) 。



题上所持的意见却惊人相似。

《大陆》评价孔子的思想，认为不应囿于一国之私见，而当广泛征求于地球公论。他们选取西人各

家关于孔子的评论，以彰显儒家思想的特质和地位。其中列举出的，如飞哀克氏认为支那之学“以日用

彝能为要，而不及鬼神死生之事，固脱宗教家之蹊径者也”; 那顿氏指出孔子之教非假&于神通之力，以

文行忠信为教，“犹希腊之苏克拉第也”; 雷格氏评论孔子之教皆世俗之常道，注意人群以内之事，不问

鬼神; 多麻斯氏比较耶稣、释迦牟尼、孔子的不同，认为孔子关注现实之世界，以治国平天下为事①; 等

等。诸如此类的观点，要皆以孔子之教不涉及鬼神，注重现实世界，以日用人伦、治国平天下为事。西人这

种将孔子看作经世家哲学家、类比于苏格拉底的看法，梁启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大加赞赏，显

然也是《大陆》诸人所首肯的。除了对西人观点的引述，《大陆》直接给出了宗教的定义要素，划清了孔子思

想与宗教的界限:

宗教者，迷信之谓也。……孔子决无组织宗教之思想者也。凡世界所谓宗教，莫不有特别之

仪式，莫不有死后之希望，莫不有神秘诡异之迹，使人起信。莫不有邪魔外道之说排斥异己，是故

对彼之说而怀疑，或于彼之外而别有所信仰，宗教家所不许也。凡此皆宗教之要素，无此等之要

素，则宗教不成立。今试问孔子之思想言论，果有如是之性质乎? 而猥曰孔教孔教，诬孔子

甚矣。②

此种对宗教的定义，如有仪式、起信神迹、禁人怀疑、排斥异己等，与梁启超对宗教的理解如出一辙。在这

种定义下，孔子的思想言论当然不能入宗教范围，甚至连“孔教”的使用也被认为是亵渎。在“宗教”一词的

观照下，“教”字不免带有迷信落后的意味，“孔教”的提法有误导孔子是宗教家的嫌疑，故刘师培直接指出，

“孔教两个字，实在是狗屁不通”③。

刘师培是当时较多撰文关注孔教与宗教关系的知识人，他用习得的宗教知识与孔门思想学说相对照，

明确划分了孔子学说与宗教的不同。刘师培认为:“孔子者中国之学术家，非中国之宗教家也”，孔子所立

六经为周史所藏的旧典，孔门所言之教乃指教化教育而言，即《说文》上解释的“教者，上所施下所效也”，与

现在所言的“宗教”根本不同。刘师培强调奉孔子者无迷信之心，不像西教一样强人必从，并且孔子无祈

祷，无入教仪式，这些皆可看作非宗教家的确证。在刘师培看来，近世中国学者创“孔教”一词，乃是想与西

教争锋，所以树起“孔教”旗帜。其把孔教划除在宗教之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时所谓的革教之风。

刘师培认为中国要革除的当是神教，而不是属于九流之一的孔学( 儒学) ④。刘师培在其主笔的《警钟报》、

《中国白话报》、《国粹学报》上反复强调这些观点，也被其他杂志转载⑤。

持相似观点的还有章太炎和王国维。章太炎指出，孔教与各种宗教相比，胜在没有神秘难知的话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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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论都兰人人种之思想及与他人种思想之异同》，载《大陆》第一期( 1902 年 12 月 9 日) 。
《支那之真相》，载《大陆》第五期( 1903 年 4 月 7 日) 。
光汉:《孔子传》，载《中国白话报》第 13 期( 1904 年 6 月 23 日) 。
《论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原载《警钟报》，见《东方杂志》第 1 年第 3 期( 1904 年 5 月 10 日) ，又见《萃新报》第 4 期( 1904 年 8 月 11
日) 。
《读某君孔子生日演说稿书后》，原载《警钟报》，见《东方杂志》第 1 年第 11 期( 1904 年 12 月 31 日) ; 光汉:《宗教》，载《中国白话报》
第 14 期( 1904 年 7 月 3 日) ; 刘光汉:《国学发微》，载《国粹学报》第 9 期( 1905 年 10 月 18 日) ; 刘光汉:《论孔子无改制之事》，载《国
粹学报》第 24 期( 1907 年 1 月 4 日) 。



里头①。王国维认为，宗教者为信仰之事，宣究的是神的存在灵魂不灭，而孔孟之说则“固非宗教而学说

也”②。可见，划清孔教与宗教界限的士人所认知的“宗教”内涵，基本是以基督教为基型，如时人所总结

的:“苟为立其界说，则凡得称此宗教者，必有祈忏之仪式，有归根复命之天国，具此二者，乃始称以宗教，准

以是谈”③。这两个鲜明的特点，孔教很显然不符合; 且在当时宗教与科学的对立两分下，科学日兴宗教益

衰的大势似成为时人的共识。在政教分离、革教的风潮下，宗教迷信可以革除，而不属于宗教范畴的孔教

则不能废弃。在东学的侵袭和条理下，中国原本长期使用且涵义广泛的“教”字，面对日本新词“宗教”的冲

击不得不自证清白。“教”的涵义被细分为“教化”、“教育”、“宗教”等方面，孔子之教被强调为教化教育，

孔子被标签为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甚至连传教士也附和孔子是人非神、是大哲学家而非宗教家的观

点④，尽管他们的动机是指向学堂不拜孔子及宗教自由。

还有一个趋向值得注意。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里，梁启超曾大加鞭挞宗教，但不久即改变了对宗教

的看法。他这种前后矛盾、流质善变的特质受到了时人的讽刺⑤。梁启超自言:“畴昔论学，最不喜宗教，以

其偏于迷信而为真理障”，不久后却承认“言治事则哲学家不如宗教家”。他观察到，无论是西方历史上还

是日本维新，成就大事业者往往是具有宗教思想的人，如贞德、华盛顿、玛志尼、横井小楠等，而哲学思想则

较少起作用。他分析认为宗教宜于治事有五大原因: 一曰无宗教思想则无统一，宗教可以统一民志; 二曰

无宗教思想则无希望，宗教给人以安身立命之地; 三曰无宗教思想则无解脱，使人不在乎性命利益得失勇

于任事; 四曰无宗教思想则无忌惮，宗教有末日审判、业报之说使民有戒心; 五曰无宗教思想则无魅力，灵

魂不死之说使人有不畏生死的气魄⑥。虽然宗教与迷信常相伴随，但其对于治事的优势是专言学术的哲学

无法相比的，且“今日之世界其去完全文明尚下数十级，宗教遂为天地间不可少之一物”，信仰问题不可不

讲。“中国而必需信仰也，则所信仰者当属于何宗教乎”? 这个疑问是中国知识人必须给出答案的。尽管

梁启超对宗教的功用评价上前后矛盾，但他对于孔教不是宗教这个观点却坚持如一，“吾以为孔教者，教育

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为教也，主于实行不主于信仰，故在文明时代之效或稍多而在野蛮时代之效或

反少”⑦。在去文明程度尚有数阶的当下，梁启超对信仰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佛教。

无独有偶，宗教对于范围人心、陶铸风俗的作用也为章太炎所强调。他指出，宗教可以增进道德，可以

激发爱国心，有益于群治，所以，“今日救吾国，必先以改革宗教为第一义”。至于要采用和改革什么样的宗

教，章太炎写道:“今日专用儒教乎? 则儒为一学派之名，与宗教家言大相差别”，显然儒教因为其学派的性

质及对利禄思想的强调被章太炎排斥在可用的宗教之外。在比较了耶道回佛之后，章太炎给出的选择也

是佛教⑧。

可以看出，无论宗教是与科学相对、被斥为迷信，还是因其有专一之信仰、能激发民众合群爱国不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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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载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 272 页。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载《东方杂志》第 3 卷第 6 号( 1906 年 7 月 16 日) ; 《去毒篇》，载《东方杂志》第 3
卷第 10 号( 1906 年 11 月 11 日) 。
鑏照:《宗教扬榷论》，载《东方杂志》第 3 卷第 7 号( 1906 年 8 月 14 日) 。
《尊崇圣贤说》，载《万国公报》第 171 册( 1903 年 4 月) ;《论中国仇教之原因》，载《万国公报》第 189 册( 1904 年 10 月) 。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第 6 期( 1905 年 7 月 22 日) 。
中国之新民( 梁启超) :《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载《新民丛报》第 19 号( 1902 年 10 月 31 日) 。
中国之新民( 梁启超) :《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载《新民丛报》第 23 号( 1903 年 12 月 30 日) 。
《改良宗教谈》，载《广益丛报》第 186 号( 1908 年 11 月 3 日) 。



死而为时人所重视，宗教言及灵魂天国、有祈祷仪式等特质是是相当深入人心的。正因为这些明显特质的

存在，孔教被一部分人划在宗教的范畴外。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接受这样的宗教定义，且在

救亡图存的现实关怀下，宗教的作用为国人所重视、肯定，怎样理解“宗教”、选择什么样的宗教来引导国

民，成为知识人关注、争论的焦点。“或谓欲变耶教为我民族之”，“或欲振佛于中原”①，当然力挺孔教是宗

教、尊崇孔教统一民志的声音也不乏其众。

四、孔教是宗教说

尽管梁启超的舆论影响力巨大，附和者众多，但对于其宗教观点持异见者也不在少数，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是《新世界学报》及康有为的回应。

《新世界学报》由陈黻宸、汤尔和、马叙伦等在上海创办。学报序例中分学术门类为十八门，“宗教学”

即是其中一门。从“宗教学”门类所刊载的文章及观点来看，《新世界学报》同人对“宗教”的理解与梁启超

等迥然不同。孔子之教被认为是全球的真宗教，“宗教”的涵义被这样解释:

夫名之为教，必握政治教育之全理，予人以思想自由之途，加之以宗，又必为民群独别之宗

仰，心心相注，情出不已，非畏惧所能迫，非形势所能动。②

在作者看来，当得起“宗教”之名的必然受民众敬仰，不以迷信恐吓等拘束民心，因此，孔子之教称得上为真

宗教，而随着文明礼乐的进化，孔子之教必将见宗于全球。这是从中国传统的字义出发，分别解释“宗”与

“教”。孔子之教是真宗教的观点得到学报同人的广泛回应，马叙伦认为:“夫名曰宗教，则必有足使全国全

世界宗之而受其教者。”③他指出，耶稣、摩哈默德之教“非无教也，而不足为宗，即无宗矣，何足为教”，不同

意以“宗教”之名归于耶稣基督摩哈默德之说，认为只能称其为一家之言④。黄群从进化论角度指出，宗教

的发展是由多神进化到一神，再由一神到无神，孔子之教是无神世界的宗教。他认为将来民智发达、世界

一统，必将宗孔子之教。他由衷地赞叹: “孔子者，浑圆星球上至光明至中正至高尚至完美之第一大宗教

家也。”⑤

纵观学报同人的言论，可知他们采用“宗教”这一新名词，却没有全盘接受日本式的宗教内涵，不以“宗

教”与迷信、鬼神等相联，不认可基督教回教等为宗教的典型。他们从传统字义的角度分别解释“宗”与

“教”，认为“宗”为宗仰、敬仰;“教”则采用古义，包含教义、教说、教化等多种涵义，“宗教”可理解为“所宗

仰之教”。而中国传统推崇的是孔子之教，民众历来接受孔子学说的教化，因此将孔教划在宗教范围外、视

中国为无教的野蛮国，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可见，学报同人与梁启超的分歧在于对“宗教”涵义的理

解，如果认为“宗教”与迷信、神权相连，与科学、文明相对，则孔教自然被划出宗教之外; 如果以“宗教”为

“民心敬仰遵从之教”，则孔教当然是中国的宗教。因此，对“宗教”的分别尤其关键，这一点康有为给出了

详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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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哲学丛谈》，载《游学译编》第九册( 1903 年 8 月 7 日) 。
汤调鼎:《宗教旧说》，载《新世界学报》第二号( 1902 年 9 月 16 日) 。
马叙伦:《日儒加藤氏之宗教新说》，载《新世界学报》第十一号( 1903 年 2 月 27 日) 。
马叙伦:《印度宗教兴革论》，载《新世界学报》第六号( 1902 年 11 月 14 日) 。
黄群之议，见《新世界学报》第十三号( 1903 年 3 月 29 日) 。



戊戌期间一起鼓吹保教的康梁师弟，如今却针锋相对。对于梁启超蹈袭日人之说，划清宗教与孔教界

限，祭起反对保教的大旗，康有为难以容忍。他回应道:

或有谓宗教必言神道，佛耶回皆言神，故得为宗教; 孔子不言神道，不为宗教。此等论说尤奇

愚。试问今人之识有“教”之一字，从何来? 秦汉以前，经、传言教者，不可胜数。是岂亦佛回耶

乎? 信如斯说，佛回耶未入中国前，然则中国数千年为无教之国耶? 岂徒自贬，亦自诬甚矣! 夫

教之为道多矣，有以神道为教者，有以人道为教者，有合人、神为教者。要教之为义，皆在使人去

恶而为善而已，但其用法不同。①

在康有为看来，“宗教”与“教”相通，涵义广大。“教”者为中国古代经传中早已存在的文义，如果说孔子不

是教不是宗教，即意味着中国数千年为无教之国，中国人皆沦为禽兽。此后，康有为更详细地分析了“宗

教”一词的由来。他指出，首先，“宗”与“教”两字在中国传统中原本毫不相关，日本人创制这一名词，是学

自佛典，以本国的复文习俗读佛教典籍，取“宗”字加于“教”字上，“教”是指佛教，“宗”是指佛教下诸宗派，

教大宗小，这样的结合已是大不合适; 其次，即使接受了这一不合文法的新词，以“宗教”对译的 religion( 厘

利尽) 的涵义也被世人误读:

厘利尽者，谓凡能树立一义，能倡徒众者之意。然则与中国所谓教别无殊异，所含广大。或

谓中含神道之义，则因耶教尊上帝，而欧土之教只有耶氏，故附会之，并非厘利尽必限于神道也。

若令厘利尽之义必限于神道，则当以神道译之，而不可以宗教称之; 又或以神教译之，而不可以宗

教称之。②

既然 religion( 厘利尽) 与中国传统的“教”类似，则拿来翻译 religion 的“宗教”，自然也包含一切诸教的广

义，不能仅用神道、神教来限制。康有为指出，以神道为宗教，这是日本人自己妄定名词。这样的逻辑虽然

清晰，但作为 religion的对译词，“宗教”背后意味着西方基督教的传统，这样紧密的联系是无法斩断的。况

且日本书盛行，梁启超等大力鼓吹宣传，宗教与神道相连的观点很快深入人心。尽管康有为试图拓宽“宗

教”的涵义，试图将其与中国固有的“教”义等同，反复强调“教”者为事理名词，没有高下之别，惟教术有美

恶人神之分。但在日式名词和观念的普及冲击下，传统的“教”字逐渐湮灭，新兴的“宗教”词汇具有了范畴

的涵义，“宗教”与神教神权相连的思维定式很难突破。对此，康有为牢骚满腹，他认为中国数千年行文之

“教”字，一字一义，本来很妥贴，而现在国人竟舍弃数千年常用的文词，盲从日本人不妥可笑之名词，如“宗

教”、“经济”、“体操”等，简直“愚陋甚矣”③!

尽管康有为怒斥日本名词“宗教”文义不通令人迷惑，但“宗教”话语的流传终是不可抵挡的大势。

即便康有为认为“宗教”不能成为神教、神道的代名词，但他仍然反复阐明孔子之道广大，亦存有祭祀而

畏天，兼容并包神灵之说，只是不欲以此迷惑愚民。由此可窥见康有为无奈的心态。无论其承不承认，

他都需要用日益普及的日本式宗教涵义来对照孔教，使得孔教符合时下所理解的“宗教”标准，证明孔

子当之无愧是宗教家是教主，而不能仅仅被称为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康有为的用心可以理解，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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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愤怒于国人景从日人的说法自甘于无教，另一方面舆论影响力巨大的弟子反对保教，对其在海外倡导

的办孔子诞辰、修孔庙等行为也多有讽刺①，这些直接动摇了康有为的孔教事业。这位意图成为中国之马

丁·路德的康圣人自然不遗余力地反驳孔教非宗教说。孔教事业在康有为之后，由他的另一弟子陈焕章

发扬光大。陈焕章试图将孔教塑造成类似基督教的宗教并使之成为中国的国教。这些活动在民国初年达

到高潮。

这种对日本式的宗教定义持异见，分别“宗”与“教”，以孔子为宗教家的观点不断得到响应。有时人发

文专门就孔门宗教性质与《新民丛报》、《国粹学报》论辨，认为孔子的宗教性质与释景道回诸教不同，以神

权判定宗教的所谓通例不能成为论理的前提。在作者看来，宗教者即“惟殚救世之热诚而为千秋所崇拜故

谓之宗，惟具统一之思想而为万世所遵从故谓之教”②，有否神权迷信因各教方法而异，不能因果倒置成为

判定宗教与否的标准。以这样的定义看来，中国数千年尊崇孔教，孔子当然是宗教家，且孔子之教正因为

摆脱神权独标真理而超然于诸教之上。作者担心孔子非宗教家之说流行，则六经《论语》将废，于世道人心

有害无益。

除去对宗教内涵的辩驳，宗教的功用也成为支持孔教是宗教的重要因素。如前文所述，尽管宗教难以

摆脱迷信、神权等阴影，但其爱国合群团结民心的功用为救亡图存的仁人义士们所重视，因重视宗教而推

崇孔子成为一部分人的共识。许之衡即表示说:“吾志在宗教，遂不得不标孔子，盖孔子久处国教之地位，

吾因其尊而尊之以定民志”。他全面批判了梁启超所持的孔教非宗教说，指出孔子之教多属于宗教哲学而

不是宗教迷信③。作者并进一步指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排孔是受到东学的影响，日人排孔排耶是因为要

成全其国粹，主张反对国人拾东人唾余，而舍弃己国的国粹。《东方杂志》也发表社论，批评梁启超以孔子

不为宗教家之说与今日时势不合。社论指出:

某氏徒见夫近日西人教学之争，学优胜而教劣败也，于是苦心分明，出孔学于宗教之外，不使

与西方之耶回，立于同等之地位耳。而未察吾国今日之程度，尚未足语于废教而存学也。吾国群

治之涣与夫爱国心之薄弱，虽其故不一而足，而宗教迷信之浅深，实占其大多数。……今欲振国

民荏弱之精神，非有至专一之宗教莫能为力，而欲求宗教之最适于今日者，高屋建瓴因势利导，固

莫善于尊孔矣。④

作者认为佛教不足以固民心，且日本僧侣传教问题也容易滋生事变，又以耶教回教于国人心理不容，指

出孔教才是扶衰振弊、拒异教入侵的不二选择，故呼吁朝廷普及孔教，使匹夫匹妇皆有殉身保教之心。

《中外日报》也强调宗教对于合群爱国的作用，指出孔教之教不妄自尊大，不伐异党同，认为统一宗教宜

尊孔子⑤。

当时的革命派指出: “孔丘之为宗教家否，吾不过问，惟自政府之所利用、人民之所迷信一方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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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虽喙长三尺者，能辨其无宗教之现象乎?”①革命派不过问孔子是否为宗教家，但观其实际的作用而

排斥之; 推尊孔教为宗教者也因为宗教的作用及中国数千年尊孔之习俗而因势利导，不从学理上细分孔

教究竟合不合宗教的特点，这也反映了中国人讲求实用的民族心理。如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人“惟重

实用，不究虚理”②，以基督教一神的传统来衡量，中国人同时拜多神、同时为多教的信徒是难以理解和

容忍的。而中国人向来兼容并包，博采众教，以实际效用为出发点，由此也可看出东西文化传统在根本

上的差异。

五、结 语

20 世纪初，在大力吸收东学的时代潮流下，大批日本新名词承载着新观念和新体系侵袭而来，不可抵

挡。在东学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知识被分别条理，如原本长期使用的“教”字被细分为“教育”、“教化”、

“宗教”等多个涵义，孔门学说也被细分到哲学、政治、伦理等各科。在对外来的“宗教”一词的不同理解下，

围绕孔子是不是宗教家、孔教是不是宗教等问题，知识界争论不已。尽管日本人以其发明的一整套观念占

据优势，掌握了后来的东亚话语权③，致使我们现在对“宗教”的理解仍受到日本式解释的制约，但在新的

知识和体系输入之初，呈现的却是万千复杂的面相。梁启超以其巨大的影响力传播日本人所建构的宗教

知识，高呼孔教非宗教，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附和，但仍有不少国人没有理所当然地全盘接下，而是以本国

固有的观念来理解和评判，或是从时势出发有选择性地接受。这些因人因势的不同，反映了特定的时代背

景，以及国人接受新知识时的矛盾与曲折。儒学宗教性的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④，与其画地为牢地执着于

定义，莫如回到历史，梳理其源流脉络，知其然并其所以然之故，才能对儒学与宗教的关系达成更为理性的

认知与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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